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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支付变迁与姻亲秩序谋划
———辽东 Q镇的个案研究

＊

吉国秀

提要:本文考察了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辽东 Q 镇婚姻支付制度的变迁 ,
其中包括婆家与娘家婚姻支付的内容及其流向变化 。Q镇的个案说明 ,婚姻
支付的持续上涨不仅是个体性和夫妻关系的增强 ,它还被视为一种传统的文
化资源和社会资源 , 为娘家所沿用和拓展 ,并日益发展成为谋求姻亲秩序的
重要途径。娘家利用了婚姻支付的变迁 , 争取了与新建立家庭的联系 , 达成
了与婆家地位平等的谋划 , 进而强化了姻亲关系在民间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婚姻支付　姻亲关系　变迁

一 、问题的提出

　　婚姻支付就是指结婚过程中各种形式的投入 ,包括现金以及物品

(参见李银河 ,1991:115)。吉纳普(Gennep ,1960:116-145)曾运用“通

过仪礼”(the rites of passage)的概念工具来分析婚姻支付 ,认为订婚仪

式兼具个体意义与集体意义 ,这些意义通过婚姻支付的流动表现出来 。

作为婚姻支付的礼物一方面可以解释为新娘的身价或者赎金 ,另一方

面可以解释为分离仪式 ,从订婚到婚礼之间的分离阶段会因为新娘的

身价较高而延长 。此后有关婚姻支付的研究从仪式的视角转移开来 ,

专注于婚姻支付的分类 、功能与意义方面 。斯皮洛(Spiro , 1975:89-

115)着重于婚姻交换中礼物流动的方向以及礼物的种类分析 ,并根据

送礼方和受礼方的差异 ,将婚姻交换分为四类:男方彩礼(brideprice ,

bridewealth)、女方彩礼(groomprice , groomwealth)、嫁妆(dowery)与喜钱

(dower)。而一般来说 ,彩礼和嫁妆是人类学婚姻支付研究中普遍运用

的分析框架。在此分析框架中彩礼是指姻亲家庭间的财物流动 ,即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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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家转移到娘家的财物 ,它通常象征着群体间姻亲关系的建立 、对女方

权利的让渡等;而嫁妆则用来指娘家内部的财产转移 ,即从娘家转移到

女方的财物 ,它通常具有象征女性亲属地位的功能 。

有关中国社会婚姻支付实践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国外学者对中国

的婚礼 、亲属结构等问题的讨论中 ,他们尤其关注社会转型 、国家政策

和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 ,这些趋向折射出研究视角的独特之处 。例

如 ,弗里德曼(弗里德曼 , 2000)提出宗族世系理论 ,认为地域化宗族构

成了汉人传统社会的基层单位 ,从而将人类学对于亲属制度的研究旨

趣完善成为关于中国社会的宗族范式。弗里德曼的宗族世系理论影响

深远 ,以至于在 20世纪 60年代后中国南方地区的研究中都能看到它

的烙印。然而随着有关台湾地区民族志的逐渐增多 ,宗族世系理论在

中国社会的普适性问题 ,尤其是父系继嗣优先的社会组织原则受到强

烈批判和质疑。葛伯纳(Gallin , 1960 、1966)的研究表明 ,在台湾村民

的社会生活中 ,母亲一方的亲属 、姻亲关系与父系关系发挥着同样重要

的作用。阎云翔对于黑龙江省下岬村的研究也说明 ,亲属关系和非亲

属关系共同维持了家庭内部的合作与社区的团结 。在当地社会中姻亲

关系似乎具有更为广泛的含义 ,包括了连桥① 和亲家之类的关系 ,而

且村民对姻亲持积极的态度 , “当人们有余地来选择跟谁结盟时 ,姻亲

而非族亲更佳”(阎云翔 ,2000:111-118)。

此外 ,弗里德曼还认为中国的婚礼表达了姻亲关系的不确定性和

模糊性(Freedman ,1979a:273-295;1979b 1970:255-272);马丁(Ahern ,

1974:279-307)注意到在婚礼中婆家与娘家地位上的不平等 ,并将娘

家的优势地位解释为姻亲在“亲属仪式”中扮演的积极角色;萧凤霞

(Siu , 1989:121-137;1993:165 -188)、杨美惠(Yang , 1994)、阎云翔

(2000)等人将视野聚集于中国婚礼的复兴与意义上 ,提出铺张的礼仪

具有强化关系建设的现实作用 。罗梅君(2001)强调民间文化与上层文

化之间的互动 ,并以此为框架说明官方婚姻策略与民众婚姻实践经历

的变迁。这些研究拓展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 ,丰富了相关研究体系 。

研究对象的一致性 ,也使得这些研究成果更接近于中国本土的解释 ,与

此同时也增大了理论检验的可能性 ,对于国内类似研究具有重要的借

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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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连桥 ,当地方言 ,即连襟。



围绕中国社会婚姻支付的研究 ,逐渐形成了两种解释:婚姻偿付理

论(marriage payment theory)与婚姻资助理论(marriage endowment theory)

(阎云翔 ,2000:192-193)。婚姻偿付理论的前提是偿付 ,即婆家必须

为女方的加入向娘家提供补偿 。在这一解释中女性就成为一种礼物 ,

一种具有生育价值和劳动价值 、可以带来人口和财富增长的礼物 。婚

姻偿付理论更为强调群体之间的关系 ,对代际关系则忽略不计。婚姻

资助理论则突出新建立家庭在群体中的位置 ,强调代际关系在婚姻交

换中的重要作用 。沿用这一理论 ,彩礼与嫁妆就是一种代际间的资助 。

更为有趣的是 ,两种理论竟然都在中国社会找到支持自己的论据 ,例如

白威廉与怀特(Parish &Whyte ,1978)、弗里德曼(Freedman ,1979a:273-

295)与克洛(Croll ,1984:44-61)等人的研究有力支持了婚姻偿付理论 。

而20世纪 80年代初卢蕙馨(Wolf ,1985)对中国南方地区的研究 ,也为

婚姻资助理论提供了丰富的证据 ,因为在当地社会彩礼与嫁妆处于互

为平衡的状态 。耐人寻味的是 ,凯·约翰逊(Johnson ,1983)在中国北方

农村发现了一种截然相反的婚姻支付实践形式 ,聘金萎缩 ,嫁妆却相当

的高 ,这种实践形式大大颠覆了婚姻偿付理论解释的界限 ,也挑战了婚

姻资助理论诠释的逻辑基础。婚姻偿付理论与婚姻资助理论在解说模

式上的矛盾 ,除了理论上的关切点不同以外 ,中国南北方田野区域的差

异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时间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据此 ,阎云

翔提出无论是婚姻偿付理论还是婚姻资助理论都不能单独用来解释社

会主义中国婚姻交换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在下岬村这个北方乡村的社

会转型过程中 ,婚姻偿付理论和婚姻资助理论可以统一在该地区的不

同发展阶段上。下岬村婚姻支付的实践说明 ,婚姻交换不再是两个家

庭间礼物交换的循环 ,而是新娘和新郎在追求夫妻独立性过程中索要

家产份额的手段(阎云翔 , 2000:195 、199)。这一观点在 2006年得以重

申(阎云翔 ,2006:168-180),阎云翔进一步将其原因归结为集体化压

制私人领域的产物。在他看来 ,年轻人对家庭财产的要求受到国家意

识形态的支持 ,这种意识形态批判传统的家长权力 ,使得长辈在意识形

态中处于不利位置。这也就意味着 ,在家庭生活中父权衰弱 。

萧凤霞在研究中引进了一个新因素 ,即从变迁的视角在广泛的历

史跨度内(从 20世纪初到 80年代),考察了中国南方一个乡镇婚姻支

付的实践 ,旨在回答当前彩礼与嫁妆的兴起是传统模式的简单复兴还

是一种重构形式 。萧凤霞提出 ,当今的婚姻交换不是 20世纪 5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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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受到禁锢的传统习惯的复兴 ,而是地方民众对社会 、政治 、经济变迁

的回应与对策 。研究发现 , “影响彩礼和嫁妆变化的因素是十分复杂

的 ,它们既包括家庭内部代际间的相互依赖 ,也包括与社会 、国家相关

的家庭成员的财富” ,从 20世纪初到经济改革时期的政治经济转型 ,不

断为当地“居民创造不同的生存机会 ,并且激起了不同的策略” 。换言

之 ,彩礼与嫁妆的复兴就成为“民众利用纠缠于文化 、象征资源之中的

政治经济转型来弄懂他们生活意义”的一种途径(Siu ,1993:165-188)。

萧凤霞没有针对中国的彩礼与嫁妆究竟是补偿还是资助进行讨论 ,而

是集中于对婚姻交换区域性变迁的说明 ,这种视角无疑更具借鉴意义 。

那么 ,与以往有关的理论诠释相比 ,自 20 世纪 40年代以来 ,辽东

Q镇婚姻支付发生了怎样的变化?Q 镇婚姻支付制度的变迁有何意

义? 这种变化究竟说明了什么 ?是主体性和夫妻关系的增强? 还是姻

亲家庭间权力秩序的一种平衡 ?寻找上述问题答案的过程 ,同时也是

应用 、验证与发展相关理论的过程 ,正如拉德克利夫-布朗所主张的 ,

“检验科学理论 ,就是将其应用于具体实例的解释” (Radcliffe-Brown ,

1987/1950:61)。

二 、作为田野工作地点的辽东Q 镇

　　笔者曾将辽东Q 镇作为田野工作地点 ,并于 2002和 2003两年间

对其进行调查 ,本项研究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Q镇是辽宁省东部

山区的一个中心镇 ,前身为一个农村集镇 ,后逐渐变为辽宁省东部山区

货物 、粮豆 、木材的集散地 ,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已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

东山镇之一。其时 ,Q镇地处奉天和吉林两省的陆路交通要道 ,山高林

密 ,土匪活动猖獗 ,给当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造成极大伤害 。当地老人

对“闹胡子”的记忆尤深 ,相关的故事也以支离破碎的形式流传下来 。①

1925年奉天省长公署以 Q镇为中心 ,划拨周围村屯添设县治 ,称为 Q

县。如今 ,Q镇是Q县的政治 、经济 、文化中心 ,距离辽宁省的省会沈阳

146公里。镇内多为山地和丘陵 , 土地的分配格局为“八山一水一分

田” 。镇内大多数居民为非农业户口 ,周边的村屯农业较为发达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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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子”和“红胡子”的词汇在如今的民众生活中保留下来 ,用以指代满身匪气的人。



从事稻米和蔬菜生产 ,是 Q县蔬菜保护地生产示范基地和优质稻米的

重点产区。Q镇是整个Q县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据当地政府官方网

站公布的数据显示 ,1999年全镇的社会总产值为 121822万元 ,人均收

入为 3372元。Q镇的中心位置与经济发展程度对于当地民众的通婚

半径和婚姻支付的增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根据 2002年Q县统计局提供的数据 , Q镇现有人口 85195人 ,共

计32538户 ,其中两代户的家户形式占有较大比重。按照 1990年Q 县

的人口普查资料 ,两代户的家庭占 72.3%,一对夫妇户占 9.24%,三代

户和四代户的比例不足10%(参见Q县人口普查办公室 ,1991:43)。这

些数据说明 ,当地很少有大规模的家族形式 ,三代同堂和四代同堂的家

户形式也较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年轻人倾向于婚后“出去单过” ,

户口另立。① 当地的家户结构形式也是讨论婚姻支付变迁的一个重要

因素 ,显然 ,宗族世系理论在 Q镇的个案中找不到引以支撑的实践形

式 ,父系继嗣优先于其他社会组织的原则就更需要重新审视了。在这

样一种区域社会的结构中 ,姻亲关系与血缘关系发挥着同样的社会整

合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 ,阎云翔关于下岬村的结论更具说服力 。

Q镇是一个多民族融合地区 ,有满族 、汉族 、朝鲜族 、回族等 10 个

民族 ,其中满族与汉族占总人口的 85%(Q 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

1991:651;Q县人口普查办公室 ,1991:10-15)。据县志记载 ,三百多年

以前Q镇最早的八户居民中就有六户为满族 ,其余两户则为汉族(Q县

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1991:61)。除了民族的差别以外 ,由于历史上

从关内到Q镇的人口流动从未中断 , ② 镇内居民还有“东北人”和“关

里人”的主位区分。移民多来自山东 、河北 、河南 、山西 、江苏等地 ,其中

山东移民占多数。民族因素和来源地因素使得镇内人口的异质性加

大 ,为居民在镇内择偶提供了选择的可能性 。移民也与当地家户结构

的形成有着很大关联 ,这也是 Q镇缺乏大规模家族形式的重要原因之

一。同时 ,移民也使得非血缘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

从而为姻亲关系功能的释放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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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其中有几次较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一次是明清时期, 第二次是清末至民国初年 ,第三次
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在三年困难时期 ,有大量关内人口迁入

Q 县地区(Q 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 1991:655)。

在有些情况下年轻人结婚后户口并不迁出 ,但是实际上已经与原有家庭分离。例如 ,结

婚时没有达到法定年龄 ,或者是出于孩子上学时选择学校方便等考虑。



Q镇的地理环境 、历史沿革以及居民的构成显示出其独特的区域

性特征 ,这些特征对于当地择偶的范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① 相对中

心的地理位置 、两代户为主体的婚后居住制度 ,以及 1980年以后推行

的计划生育政策② 等因素的相互作用 ,促使居民在镇内择偶。也就是

说 ,Q镇的通婚距离与当地居民的生活空间大体上重叠。这种亲属制

度与区域安排之间的关系 ,是拉德克利夫-布朗极为看重的一个方面 ,

他将其视为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他认为 , “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

特征 ,是亲属制度与区域安排的联系方式 ,这一点过去经常被忽略。正

是区域 ,例如村庄里邻居的接触和共同协作 ,亲属关系才会对社会生活

有最为持续的影响”(Radcliffe-Brown ,1987/1950:84)。

拉德克利夫-布朗的这一观点 ,对于认识 Q镇通婚距离所产生的

影响提供了帮助 。邻近的通婚距离使当地社会关系的网格细密化 ,它

将越来越多的家庭牵扯到姻亲关系中 ,例如 “转圈亲家”③ 等 。同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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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假设家庭A有三个儿女 ,分别与家庭 B 、C 、D的儿女结婚 ,那么 A 与 B 、A 与 C 、A与 D 就

建立了三组“亲家”关系 ,而 C与B 、B与D 、C与 D就形成以 A为中心的“转圈亲家” 。一

个家庭的子女越多 ,那么组建“转圈亲家”关系的机会也就越多 , 他们的姻亲关系范围就
会更大一些。如果家庭只有一个孩子 ,那么就没有自己的“转圈亲家” ,但却可能成为他

人的“转圈亲家”。需要说明的是 , “转圈亲家”只在镇内有效 ,如果联姻的一方在镇外 ,那
么这种关系可以忽略不计。“转圈亲家”作为当地的一种社会关系 ,可以使两个家庭通过

联姻相识,将陌生关系转化为熟人关系 ,提供了一种结成地方社会网络的重要途径。但

是 ,在亲近程度上 ,单一“转圈亲家”关系并不如“儿女亲家”的关系那样接近。如果还有
其他类型的社会关系加诸其上 ,例如 ,朋友 、同事等 ,那么它在日常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

则全然不同。“转圈亲家”与其他关系交织在一起 ,通常会增进家庭之间的密切程度。

随着居住条件的转变 ,越来越多的青年在结婚的同时就与原来的家庭分开 , 单立家庭。
如果在镇内择偶 ,那么新建立家庭在当地安家落户的可能性最大。在这种情形之下 ,上

一代希望并且鼓励年轻人在近距离范围内“找对象” 。 1980年以后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
策 ,当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家庭。国家政策带来的一个间接影响是 ,更为强化

了父母为儿女就近择偶以便将其留在身边的愿望 ,它同时也是父母参与儿女择偶的原因

之一。这一点对于只有一个女儿的家庭影响更大 ,如果女儿在镇以外的其他地区择偶 ,
选择离开当地的可能性较大 ,父母与女儿的联系就会因为空间距离的加大而削弱。通过

结婚的途径将女儿安置到同一区域 ,不但给女儿婚后的生活以巨大的支持 ,而且在年老
时也会得到女儿及其家庭的照应。从这个角度看 ,镇内通婚的意义还在于它是在建立姻

亲关系与维持血缘关系之间的一种策略选择。

历史上的Q镇是一个民族融合地区 ,满汉通婚广为民众所接受。不同民族之间通婚时 ,
并不严格地遵守同姓不婚的规则 ,这种现象使镇内的通婚范围进一步加大。部分居民认

为 ,不同民族来自不同的祖宗 ,即使同姓也是后来改革的结果 , 并不一定就说明来源相
同 ,因此同姓通婚并不算违背规则。这种解释也适用于来源地差距比较大的同姓通婚 ,

例如南方与北方等。还有一种解释是 ,如果同姓通婚 , 后代可以被视为娘家与婆家的共

同后代。因为同姓 ,外孙同时也可以是孙子 ,这种解释可以视为民间对国家计划生育政
策的一种回应。不过 ,一些老年人还是坚持认为 ,同姓通婚的做法有违传统的婚姻规则。



它也加大了两种以上社会关系重合的机率 ,从而增加了个体感情卷入

社会关系网络的程度 。而居住的邻近 ,又使得一种持续而稳定的亲属

协作关系得以形成 , “亲属路线”(费孝通 ,1998:276)在 Q镇得到最大限

度的遵循 。居住的邻近也为女性婚后与娘家的联系提供了方便 ,使得

姻亲关系的地位不断上升甚至超过血缘关系 。血亲与姻亲地位上的变

化使老人感到不适应 ,它也常常成为婆媳关系以及姻亲家庭间冲突的

主要根源 。娘家希望与婚后的女儿保持感情联系 ,而婆家的希望与此

正相反。社会将两种似乎有些矛盾的角色放置在女性个体上 ,两套不

同的行为规范势必会产生冲突 。以前可以通过从夫居的婚后制度减缓

角色冲突 ,但是 20世纪 80年代以后的“分家另过”使冲突走到了前台。

以上有关辽东Q镇的地方性知识 ,是理解其婚姻支付变迁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 ,它们也是找寻婚姻支付变迁地方意义的关键所在 。Q 镇

的个案说明 ,镇内通婚超越了时间的变换 ,成为一种持续而稳定的择偶

模式 。这一方面让更多的家庭牵扯进姻亲关系中 ,使姻亲关系成为当

地构建社会网络的重要途径之一;另一方面也使得姻亲关系在当地民

间社会中发挥着日趋重要的作用 ,为姻亲家庭间权力平衡的追逐埋下

了伏笔。由于姻亲关系在 Q 镇“亲属路线”以及民间社会中扮演的重

要角色 ,因此从姻亲关系的视角理解当地婚姻支付变迁更具实践意义 。

三 、婆家婚姻支付的变迁:从偿付手段到家庭策略

　　利奇警告说 ,“不要用承载着价值观念的概念开始你的讨论 ,这些

概念已经对整个问题做出预先判断” (Leach , 1961:7)。因此在进入到

问题之前 ,厘清 Q镇民众对婚姻支付的称谓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婆

家的婚姻支付而言 ,Q 镇居民很少使用彩礼的名称 ,常用“养钱” 、“订

钱”与“买衣服钱”等名称 ,本项研究的分析框架采用当地关于婚姻支付

的地方性称谓。

自20世纪 40年代以来 ,Q 镇婆家的婚姻支付形式发生了很大变

化 ,其间经历了“养钱”的消失 、“订钱”的出现 、婚姻支付项目的增加 ,然

后演化为单一的货币形式“买衣服钱” 。对婆家而言 ,婚姻支付也相应

地从偿付手段转变为一种表达文化期望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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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偿付娘家养育之恩的“养钱”及其淡化

在弗里德曼看来 ,订婚时从婆家流向娘家的彩礼有时会以嫁妆的

形式返回到娘家 。它具有三重象征意义:一是感谢娘家的养育之恩;二

是标志着女性权利在群体间的转换;三是意味着婆家比娘家优越

(Freedman , 1966:55;1979b/1970:255-272;弗里德曼 ,2000:38)。用弗

里德曼的观点来解释 20世纪 40年代 Q镇婆家的婚姻支付是比较合适

的。这一时期除了“买衣服钱”以外 ,男方还要支付给娘家“养钱” 。“养

钱”数目的多少 ,要根据婆家的经济状况以及娘家的具体要求而定 ,也

就是说 ,是两个姻亲家庭间协商的结果。① 据当地居民回忆 ,当时婆家

婚姻支付的种类基本上有两种 ,即“养钱”与“买衣服钱” 。在订婚时 ,如

果娘家同意 ,就会请媒人或者专职人员“拉婚单” ,或者称为“开单子” ,

用红纸写上娘家的要求 ,这些要求通常包括“养钱”的数目 、衣服的种类

等等 。当地也存在一些变通形式 ,例如在“过小礼”或者“看门风”时 ,男

方把“养钱”准备好 ,在“过大礼”时开单子等等。② 从总体上看 ,双方就

婆家婚姻支付的协商在订婚时基本上达成。当然 , “拉婚单”上面的承

诺 ,婆家不一定完全履行 ,它往往成为姻亲家庭之间反目的口实 ,以及

婚后夫妇之间口角的导火索。

“养钱”名义上是娘家养育女儿的花费 ,在将女儿的权力过渡给婆

家时 ,婆家有必要对“娘家的养育之恩”表示感谢 ,并且通过财物补偿以

显示权力让渡的合法性。由婆家流向娘家的“养钱”支持了婚姻偿付理

论的解释 。同时 , “养钱”的支付也使婆家拥有对女方的全部权力 ,其中

包括限制其回娘家的权力等等 。在那个时期 ,用当地语言来表述 ,就是

“得听人家(婆家)摆布 ,怎么受气也不能吱声” 。在这个意义上 ,娘家失

去了对女儿原有的支配地位 ,与婆家相比处于劣势 。

Q镇的部分居民认为 , “养钱”与衣服的作用在于确证姻亲家庭之

间的关系 , “他那头给你拿点儿钱 ,这时候你就黄不了了 ,就是怕黄” ,

“那是订亲物 ,给你东西就订下了 ,想黄也黄不了” 。关于“养钱”的性

质 ,一些老年女性有着深刻的认识 。居民XGQ的看法具有代表性:

　　过去爹妈不管你愿不愿意 。我一动就翻旧 ,娘家爹你就是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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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过小礼” 、“看门风”和“过大礼”都是地方性术语 ,是当地婚礼中订亲的程序。

当然 ,他们并不是面对面的协商 ,而是由媒人从中周旋。



老棒子(当地称没有儿子的老年男性为孤老棒子),没有儿子 ,拿我

换钱 ,你能花一阵。我娘家爹得钱了 ,卖给老王家了。那是最高的

价钱 ,450块钱把我卖了 。过去是叫养钱 ,俺们把姑娘养活这么大

了 ,给你了 ,你得给养钱 ,你乐意买我就卖 。这不把我卖了 ,换点钱

花。给婆家就硬卖的 ,自己不同意 。怎么哭 ,怎么也不行。我父亲

钱都得了 ,我啥也没得到 。

“养钱”在本质上被民众理解为“卖姑娘钱” ,其中的女性只是一种

交换的对象 ,对于“养钱”没有任何支配权力 。它对代际关系常常形成

负面影响 ,会引起女性的种种不满 、反抗与怨恨。20世纪 50年代以

后 ,一些家庭开始放弃这种婚姻支付形式 , “养钱”逐渐淡化 。居民通常

用代际间的情感因素来解释不再索要“养钱”的原因 , 1953 年结婚的

MGL 说:

　　那时候兴要养钱 ,俺们没要 ,我爹说不兴要养钱 ,那把姑娘卖

了。那时候都花养钱 ,我爹说咱们不指着把姑娘卖钱花。那时候

养钱要一石苞米 、豆子 ,或者给牛 ,都那么的。

如果这是“养钱”淡化的民众情感基础 ,那么以婚姻法宣传为代表

的国家意识形态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毫无疑问 , “养钱”具有的买

卖性质使其站在国家政策的对立面 ,与父母包办的粘连也使其成为社

会主义改造的对象 ,国家意识形态的反对是“养钱”淡化的最主要原因 。

而20世纪 50年代末的“挨饿”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居民在维持

生存困难的情况下无力支付“养钱” 。于是 ,多重原因的综合使这种婚

姻支付形式退出了Q 镇的历史舞台 。① 而“买衣服钱”不仅保留下来 ,

还增加了被褥项目 ,在此之前被褥多由娘家负担。

122

社会学研究 　2007.1

① 20世纪 50年代“养钱”的形式还在周围乡村中保留 , 例如兴隆台 、中寨子 、草市 、土口子

等。在田野调查期间土口子仍然存在索要抚养钱的现象 ,通常为 20000-30000元 , 没有

抚养钱就不能娶媳妇。北三家的养钱更高 ,达 50000元之多。如果婚后儿媳妇不听从婆
家的安排 ,婆婆一般会提到给娘家的养钱 ,从而让儿媳妇做出让步(XGQ、XFM)。 目前 ,

是否要“养钱”已经成为城镇与乡村之间的重要区别之一。



(二)“订钱”与婚姻支付项目的延展

20世纪 60年代初买衣服的花费也变得面目模糊 ,由于经济困难

婆家只能提供被褥。经济恢复以后 ,随着机关和企业的增多 ,居民的收

入开始好转 ,婚姻支付中“订钱” 、家具等新项目的出现充分体现了这一

点。研究发现 ,尽管 20世纪 6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兴起导致了

订婚仪式的断裂 ,但是婚姻支付却依然在家庭的私人空间里悄悄运行 。

在一个 1968年结婚的案例中 ,婆家卖掉一窝猪崽 ,给娘家送去了 60元

钱 ,居民通常称其为“订钱”或“订金” 。这一期间 ,并不存在像“养钱”那

样“拉婚单”式地索要 ,基本上是婆家的一种自愿行为。

另外一种新现象的登场引人注目 ,那就是男方工资在婚姻支付中

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上面提到的那个婚礼中 ,男方在结婚之前用积攒

下来的工资买了两套被褥 。而在 1969年结婚的一个案例中 ,婆家虽然

没有提供任何婚姻支付 ,但是男方将积攒的工资 800多元带到新家庭

中。这些情况多发生在从外地流动到 Q镇工作的居民中 。尽管这种

现象并不普遍 ,但是作为婚姻支付中的一种新生力量 ,它的影响不可小

视。家庭允许年轻人积攒部分工资留作结婚花费 ,这可以视为青年人

自己的财产。同时 ,家庭动用婚姻支付来左右青年人择偶的影响力度

也随之减小。再加上当时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持 ,年轻人在择偶途径和

择偶决策上已经拥有了不同以往的自主空间 。与从前的“养钱”相比 ,

“订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尽管当时接受者是娘家 ,但是女方已经有

了绝大部分的支配权 。

到了 20世纪 70年代 ,这种婚姻支付结构一直在延续。虽然居民

担心政治权力的干预 ,但是“订钱”的数额却在不断上涨 ,涨幅一般在

100-200元之间。此外 ,“买衣服钱”的类别悄然重现 ,它或者与“订钱”

捆绑在一起 ,或者用实物替代 。在双方家庭吃订亲饭时 ,婆家的代表要

将“订钱”与“买衣服钱”让渡给娘家的代表 ,娘家接受就说明婚事已定 ,

亲家关系成立。当然 ,婆家还要承诺一些其他形式的资助 ,例如被褥与

家具 。这时候的被褥已经增至四套 ,超过了当时结婚的最低需求;家具

类型也随着衣服与被褥的增多而增多 。① 但是 ,家具的增多受到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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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中 ,包括炕琴柜 、立柜和箱子。由于Q 镇是山区 ,林业资源比较丰富 ,而且当时国家还

没有对木材实行管制 ,木材的购买与获取十分便利 ,一般的家庭都会在仓房中贮存木材 ,
以备儿女结婚时所需。居民只需花手工费请木匠打制就可以 ,所以结婚打家具在当地十

分普遍。



空间的限制 。因为 20世纪 80年代以前 ,从夫居仍然是当地主要的居

住形式 。平房的结构只能为新家庭提供一面炕① ,靠中间挂幔子来分

隔。婚礼中专门的钉幔杆 、挂幔子仪式就是对这种居住空间的适应 。

进入 20世纪 80年代 ,新婚夫妇的居住条件得到改善 ,一些条件好的家

庭可以在婆家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或者出去租房子 ,这时的家具

形式开始增多。② 这一时期“大件”的项目开始出现并且急剧增多 ,从

最初的手表 、落地式收音机一直到电视 、冰箱 、洗衣机 、录音机 ,到 20世

纪80年代后期几乎囊括了所有可以买到的家用电器 。③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使得居民收入增多 ,宽松的政治氛围也

使居民毫无顾忌地展现自己的财富 ,“订钱”数目成倍上涨。在 20世纪

80年代初 ,婆家通常在订婚时提供一定数额的“订钱” ,大约在 500 元

到600元之间④。一般情况下 ,婆家还要支付一定数额的“买衣服钱” ,

数额多少视具体情况而定 。女方会与未婚夫或者朋友一同去抚顺或者

沈阳购买⑤,由于专款专用 ,通常所剩无几 。

(三)货币化的“买衣服钱”

20世纪 80年代中期 ,“买衣服钱”与“订钱”捆绑到一起统称为“买

衣服钱” ,大约为一千元左右。这一时期的买衣服钱是所有现金类礼物

的综合 ,婆家对女方如何支配这笔钱不再过问。到了 20世纪 80 年代

末 ,婚姻支付形式又经历了一次巨大变化 ,许多婆家将所有的现金类 、

实物类礼物全部折合成现金 ,并以存折的形式一次性交付给女方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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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Q 镇与抚顺 、沈阳的距离比较近 ,乘火车分别需要 3、4个小时左右 ,如果乘客车花费的时

间还要少。但是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例如在大城市有亲戚),大多数人还是很少有机会
去 ,而结婚买衣服就提供了这一机会。在调查中 ,许多女性都有这种买衣服的经历 ,并对

当时购买衣服的样式和颜色记忆犹新。

此外 ,在订婚仪式上送毛料也是当时一种比较通行的做法。按照当时的情况 ,毛料与呢
子同属于紧俏的上等衣料 ,一般情况下要通过百货店的售货员来购买 ,因此料子能够把

许多熟人关系调动起来。例如 ,在一个案例中 ,订婚时所用的料子就是通过同事的儿子
买到的。

“三转一眼一悠荡一喊 ,砖瓦房三间儿 ,箱子柜儿摆满儿 ,老头一撵儿,老太太有缓儿” ,形

象地说明了 20世纪 80年代周边婆家的婚姻支付项目 ,以及由此引发的代际关系变化。

三转 ,指缝纫机 、自行车 、手表;一眼 ,指洋井;一悠荡 ,指钟;一喊 ,指收音机。那一时期还
讲究“三十六条腿儿” ,用“腿儿”的总和来测算婚姻支付的数量(ZJC)。

例如沙发 、茶几 、“高低高”(一种组合家具)、皮箱以及组合家具等。

当地的屋内结构有南炕 、北炕之分。南炕比较暖和 ,通常为长辈居住。大多数新婚的夫

妇只能住在北炕 ,这种居住形式限制了家具的需求。在调查的一个案例中 ,同样的一口
柜出现在四个儿子的婚礼中。



民通常把这笔支付描述为“满算上一共给的钱” ,并且借用原有的名称

“买衣服钱” 。根据阎云翔的研究 ,90年代下岬村婆家结婚投入也出现

了同样的趋势 ,即所有的现金礼与实物礼转换成单一类型“干折”(阎云

翔 ,2000:175-181)。相比之下 ,Q 镇的情况似乎出现的相对早一些 。

实际上 , “买衣服钱”已经成为广泛意义上婆家的婚姻支付 ,它指明了礼

物的接受者是女方而不是其家庭。这说明女方已经走出 20世纪 40年

代完全听命于双方家庭安排的被动地位 ,在婚姻支付中扮演了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 。3千至 4千元的“买衣服钱”不可能全部用来买衣服 ,实

际情况是女方往往买很少的衣服。由于“买衣服钱”直接交给新建立的

家庭的代表 ,夫妇财产的共同意识让他们做出更为合理的安排。

1993年前后买衣服钱已经突破了万元 ,1997年甚至上涨到了 2万

元 ,并且很快在近两年就达到 3万元 。据部分居民介绍 ,一般情况下目

前结婚婆家要准备房子 ,在Q镇一处没有经过装修的楼房价值相当于

6万元左右 。如果楼房装修 、再加上 2万元到 3万元的买衣服钱 ,婆家

的婚姻支付将近 10万元 ,大体相当于一个双职工家庭 5年左右的工资

总收入。毫无疑问 ,如此规模的婚姻支付迫使个体不得不依赖于家庭 。

(四)婆家婚姻支付的现实意义

Q镇婆家婚姻支付变化的总体情况见表 1 ,它说明:当地婚姻支付

形式趋于简化 ,目前集中为单一货币形式;婚姻支付项目持续增加;夫

妇单元对婚姻支付拥有越来越多的支配权。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买衣

服钱”并不是婆家所有的花费 ,从广义上讲男方结婚前的财产也应当计

算在内。在有两个以上儿子的家庭中 ,有时候会因为结婚时开销不均

而在兄弟间 、妯娌间发生纠纷 。为了避免纠纷 ,有些家庭开始允许儿子

把全部或部分工资积攒起来留作结婚用 。当儿子结婚时 ,父母在“买衣

服钱”上平均分配。

　　那么当前婆家婚姻支付有何意义? 第一 ,家庭通过对新建立家庭

的资助可以延续和增强代际关系 ,展示家庭间的相互依赖 。如果在儿

子结婚时长辈不出面 ,老人颜面将受损 ,并将影响家庭在社会网络中的

声望;第二 ,如果家庭没有任何资助 ,表示长辈不同意儿子的婚事 ,会引

起儿媳的不满 ,不利于婚后的婆媳关系 ,可能孕育潜在的家庭冲突;第

三 ,如果家庭没有任何资助 ,证明男方背后没有家庭支持 ,会让男方作

为一个个体独自面对女方与娘家 ,将影响男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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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权;第四 ,如果家庭没有资助 ,与娘家的陪送相比 ,会使婆家处于极不

利的位置 ,可能会让儿子与娘家的感情更为接近。出于以上考虑 ,婆家

仍将结婚时的资助作为表达文化期望的一种策略 。

　表 1　 Q 镇婆家婚姻支付的变迁

结婚时间

(年)
婚姻支付种类

1940-1949 养钱

1950-1959 养钱 买衣服钱 被褥

1960-1979 订钱 买衣服钱 被褥 家具

1980-2003
订钱 买衣服钱 被褥 家具 大件

货币化的买衣服钱

四 、娘家婚姻支付的变迁:从弱投入到强资助

　　Q镇居民也很少使用嫁妆这个词 ,他们多用“陪送”来表达娘家的

婚姻支付。“陪送”的含义不同于阎云翔在下岬村研究中的概念 ,他将

其等同于“直接嫁妆” ,是相对于从前的“间接嫁妆”而言的。本项研究

将直接采用Q镇居民关于娘家婚姻支付的称谓进行描述与分析。

Q镇居民赋予“陪送”很大的弹性空间 ,这也就意味着不同的家庭

可以作不同的选择。无论是“陪送”什么 ,还是“陪送”多少 ,都不会超出

民众的理解范围 。近年来 ,娘家充分利用了“陪送”的可塑性 ,使得它与

婆家的婚姻支付日趋接近 。

(一)“陪送”的弹性与不确定性

与婆家相比 ,Q镇居民对娘家的婚姻支付没有固定而具体的期望 。

遵循的原则具有相当大的伸缩度 ,娘家可以根据意愿与具体情况 , “有

多陪送多陪送 ,没有多陪送少陪送” 。就传统而言 ,新婚家庭的经济与

物质准备基本上来源于婆家 ,娘家的作用微乎其微。双方家庭在婚姻

支付上表现出的行为模式差异 ,源于对结婚的不同理解 。对于娘家而

言 ,结婚就等于“把姑娘给别人家了” ,是“帮别人过日子” 。即便是“陪

送的再多 ,也带到别人家去了” 。女儿帮助婆家延续家庭 ,生育的子女

也是婆家的 ,陪送的财产也是婆家的。一句话 , “姑娘大了外向”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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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家而言 ,结婚的意义就完全不同了。“娶媳妇”本身就意味着媳妇的

加入 ,家庭成员增多 ,劳动力增加 ,人口繁衍 ,家庭延续 。婚姻支付再多

也都是儿子的财产 ,最后都是流向自己人而非外人。里外的分类方法

始终把女方放在“外人”一边 ,女性没有财产继承的权力 。将这种分类

方法应用到结婚仪式中去 ,就出现了视具体情况而定的“陪送” 。陪送

一词本身就隐含了当地民间对嫁妆的解释 ,把女儿嫁出去是“送姑娘” ,

陪送就是与女儿一同送去的财物 。既然是送给婆家的东西 ,多少也就

随意了。这种地方逻辑一直支配着传统娘家的婚姻支付。

部分国外学者认为 ,中国社会的彩礼可以作为嫁妆返回到新郎家

庭中 ,古迪(Jack Goody)就此提出“间接嫁妆”(indirect dowry)的概念 。

这一概念得到阎云翔的赞同 ,他认为间接嫁妆用于描述中国社会中的

婚姻交换十分贴切(阎云翔 , 2000:173)。但是 ,用间接嫁妆来解释 20

世纪 40年代Q镇的婚姻支付实践有些困难 。在那一时期女方除了在

“包包”时可以带走少量的随身衣物外 ,基本上不带走家庭中的任何财

物 ,情况稍好一些的家庭会陪送一套被褥。此时婆家没有负担新娘被

褥的责任 ,如果娘家没有做被褥 ,女方只能接受婆家的准备。① 一般情

况下 , “养钱”用来给娘家“解决实际问题” ,例如买一石粮食或者养老

等 ,而不是为女儿置办嫁妆。确实如国外学者所说 ,可以把“养钱”视为

姻亲家庭之间的礼物流动 ,但是这种流动是单向的 ,即便有一些双向行

为 ,其程度也可以忽略不计。

用间接嫁妆来解释 20世纪 50年代以后的陪送就更加困难。困难

之一在于 ,20世纪 50年代“养钱”的形式在 Q镇逐渐消失 ,双方家庭之

间的现金交换基本上停滞。娘家陪送的来源不是婆家的彩礼 ,而是家

庭内部的直接支出。困难之二在于 ,陪送的流动方向是夫妇单元而不

是婆家。在一个 1950年的结婚案例中 ,娘家陪送的物品为:一套被褥 、

一套棉衣服 、几件衣裳 、镜子 、洗脸盆 、雪花膏 、木梳 、胰子(ZXY);1953

年的一个婚礼中 ,娘家陪送了 10万元②,并直接交给了女婿(MGL)。与

婆家相比 ,娘家的陪送有略微上升趋势 ,例如妆奁与现金的增加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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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1951年 11月 ,全国统一币制 ,通用人民币(旧版), 95万元东北流通券相当于旧版人民币

1万元。 1955年 3月 1日 ,旧版人民币兑换新版人民币 ,旧币 1万元兑换新币 1元(Q 县
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 1991:23 、24)。这里的货币单位为旧版人民币 ,相当于 10元新版

人民币。

在个别案例中,出现了新婚夫妇只有一套男方以前旧被褥的情况。



外 ,这一时期结婚的案例很少有向婆家索要“养钱”的情况 ,因此这里的

陪送并不是间接嫁妆 ,它说明 Q 镇的“陪送”与间接嫁妆的解释相去

甚远 。

20世纪 60年代的陪送延续了 50年代的基本框架 ,但是新增了家

具 、炊具与餐具 ,而且被褥似乎转化成为娘家必备的种类。在文化大革

命“破四旧”期间 ,陪送没有受到影响 ,依然保留了下来 ,并且起到了重

要作用 。男女平等思想的渗透不仅取消了“养钱” ,而且引起了娘家权

力结构的变化。同时 ,它也说明了女方对家庭经济依赖的增强 。由此

引发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女方在婚姻中得到娘家的经济支撑 ,并且在婆

家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如前所述 ,20世纪 70年代末期受到压抑的男

方婚姻支付重新抬头 ,现金和实物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而陪送的增

长则显得相对缓慢。

(二)“陪送”与婆家婚姻支付的趋同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 “陪送”的种类与金额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

在其中的两个案例中 ,娘家为男方买衣服与皮鞋。如果将其与前述男

方婚姻支付联系起来 ,就会发现它是对婆家“买衣服钱”的一种借用和

颠倒 。20世纪 80年代以前的“买衣服钱”只存在一种关系 ,关系的两

端分别维系着婆家与女方;而 20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买衣服钱”则包

含着两种关系 ,除了前一种之外 ,又新增了第二种关系 ,它的两端维系

着娘家与男方。这说明 , “陪送”不仅仅是送给女儿的礼物 ,同时也是送

给夫妇单元的礼物。通过对婚姻支付形式的借用 ,娘家对待女婿的态

度与婆家对待儿媳的态度正朝着趋同的方向努力 。更为确切地说 ,娘

家正在试图提高在夫妇单元中的影响和地位 。“陪送”中的构成 ,例如

现金 、家具 、“大件”与婆家中的婚姻支付越来越相似。到了 20世纪 80

年代末 ,部分娘家也采用了现金支付的形式 ,这些都与婆家的同期行为

极为相似 。同工同酬的政策让男女获得了同等的工资收入 ,女儿对于

家庭的贡献与儿子已经相差无几 ,有些女性的工资收入甚至高于男性 。

这些贡献包括为兄弟娶媳妇 、为家庭添置“大件” ,等等 。女儿在家庭中

的地位逐渐受到重视 ,“陪送”的增长也可以理解为是娘家对女儿贡献

的回报。

20世纪 8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 ,使部分家庭面临着没有儿子的

境遇 ,居民开始担心家庭的延续。当然 ,在此之前也存在着没有男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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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的问题 ,解决方法是多生子女 ,这种方式通常导致多子女家庭的出

现。如果一个家庭中全部为女儿 ,那么长辈就会考虑招“养老女婿” ,一

般是为最小的女儿招 。这种情况被称为“娶姑爷” ,婚姻支付几乎全部

由娘家来承担。但是这一时期“陪送”的上涨不能够理解为“娶姑爷”时

的花销 ,因为这些家庭还不用直接面对“没有人接户口本”的问题 ,但是

它也体现了民间对未来的一种担忧 。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的“陪送”也随着婆家的婚姻支付而水涨船

高 ,当地居民完全可以用它们来娶媳妇 。在有些案例中 ,单从现金和物

品本身很难分辨出是婆家还是娘家的资助 。这些实践说明 ,目前姻亲

家庭间对夫妇单元的资助越来越趋于同化。

五 、婚姻支付流动方向的变更

　　无论是婆家的“买衣服钱” ,还是娘家的“陪送” ,Q 镇的婚姻支付都

经历了变迁。从总体上看 ,这种变迁在婚姻支付的流动方向上表现得

尤为突出。我们以 20世纪 50年代作为见证Q镇婚姻支付变迁的临界

点 ,将当地婚姻支付划分为两种基本模式(图 1)。 a模式指 20世纪 50

年代以前婚姻支付的流动方向 ,基本上是从婆家流向娘家 ,表达了姻亲

家庭之间的关系 ,可以概括为一种偿付关系。b模式指20世纪 50年代

以来婚姻支付的流动方向 ,接受方已经从娘家演变成为新建立家庭 ,而

娘家从接受方转变成为提供方 。b模式表达更多的是双方家庭内部的

代际关系 ,以及与夫妇单元的关系 。这些变化充分说明 , 20 世纪 50 年

代以后的婚姻支付不是婆家对娘家的偿付 ,而是婆家与娘家对夫妇单

元的资助 。单独应用婚姻偿付理论或者婚姻资助理论 ,都不能够解释

Q镇婚姻支付的变迁 , 这一结论与下岬村的情况有些相似(阎云翔 ,

2000:195)。

Q镇的情况还表明 ,婆家提供婚姻支付的实践随着时间流转一直

在进行 ,尽管在经济困难与政治禁锢时期曾一度低迷 ,但是它具有顽强

的生命力 ,从而延续了下来。虽然订婚仪式曾经出现断裂 ,但是订婚仪

式所要达成的目的并没有随之中断 。也许用礼物的互惠与家庭间的承

诺来解释婚姻支付的这种延续更为贴切(阎云翔 , 2000:198),也就是

说 ,家庭延续的文化期望没有发生改变 ,它一直引导着婆家的婚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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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Q镇婚姻支付流向的变迁

行为。当然 ,这也可能是由于“一种礼仪程序被普遍接受以后 ,人们就

不得不付出这笔开销 ,否则就不能通过人生的关口”(费孝通 , 2001:

121)。

当地娘家婚姻支付的变迁却是惹人注目的 ,如何解释从 20世纪40

年代的“养钱”到 50年代以后的“陪送”在形式 、性质上的变化? 国外学

者通常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嫁妆:一是将其解释为女儿带到婚姻中的财

产;二是把嫁妆阐释为女方亲属用来表述财富与地位的象征。弗里德

曼强调中国社会中嫁妆的象征意义 ,认为女性没有继承权 ,资助新娘会

造成娘家财产的流失 。在这种情形之下娘家仍然提供资助 ,是因为女

儿的出嫁给娘家的地位带来威胁 ,娘家需要通过嫁妆来维持原有的地

位 ,所以嫁妆是娘家财产和身份的公开显示(Freedman ,1966:55)。持有

相同观点的还有麦奎利(McCreery ,1976:163-174),他认为娘家为女儿

置办嫁妆 ,是为了炫耀娘家的财富和地位 ,以及出于女儿在婆家地位的

考虑 。克洛也认为 ,嫁妆可以表达娘家的社会地位 ,并且有助于为双方

保留家具 , 储蓄夫妇基金(Croll , 1981:117)。郝瑞等人(Harrell &

Dickey ,1985:105-120)看重嫁妆的社会意义 ,认为嫁妆的意义在于建

立威信而非维持地位 ,是向上流动的社会表述 。

Q镇娘家婚姻支付模式的转换说明 ,从姻亲家庭关系的角度来看

待嫁妆的变迁具有实践意义。“养钱”的形式使娘家处于极为不利的位

置 ,相当于放弃了对女儿的权力并把它转交给婆家 ,但这是娘家不愿意

看到的现实。“卖女儿”就等于承认了家庭的贫穷 ,在社会上没有地位 ,

并且低婆家一等 。由于以前“养钱”直接交给娘家 ,所以在订婚仪式上

娘家通常会尽可能地索要。如果婆家在承诺之后没有全部交付 ,会为

将来的矛盾埋下导火索 ,例如 ,在婚礼上缺席等。20世纪 50年代以

后 ,娘家的“陪送”逐渐取代了“养钱” ,娘家的地位缓慢提升 。虽然“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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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的实物较少 ,但是与没有具体规则的“陪送”相比 ,这不能不说是一

个巨大进步 。20世纪 6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为娘家地位的改善提供了

良好机会 。在生活条件与国家政策的限制下 ,婆家与娘家的婚姻资助

大体上处于同等水平 。在有些案例中 ,娘家“陪送”超过了婆家的婚姻

支付 ,这对娘家的地位产生了影响 。

　　母亲为三个儿子“张罗”对象 ,结果没有一个儿子听从母亲的

意见 。母亲开始为小女儿“张罗”对象 ,小女儿顺从了母亲的意愿 。

在小女儿结婚时(1968年),母亲按照儿子结婚的标准为小女儿陪

送了两套被褥 、一个炕琴柜(炕琴柜在当时是比较高级的家具)。

结婚以后 ,小女儿与女婿在母亲家中居住 。(YJR)

结婚时(1969 年),婆家(在外地)没给礼物 ,娘家陪送了两套

被褥 ,当时不时兴买家具 ,买了一对木箱子。双方结婚以后住在娘

家。(LDQ 、ZWY)

Q镇退休教师 YJR的叙述说明 ,娘家的陪送表明了长辈对女方的

重视 ,是对女方遵从长辈权威的奖励措施。退休干部 LDQ的婆家不在

镇内 ,娘家就行使了婆家的职责。这两个案例与“招养老女婿”的形式

有些接近 ,但是他们又与后者不同。“招养老女婿”是娘家没有儿子时

所采用的一种补充形式 ,但是两个案例中的家庭都有儿子 。从婚后与

新家庭的关系上看 ,两个案例中娘家地位都要比婆家重要 。除去距离

的因素以外 ,娘家的婚姻资助也提升了娘家在姻亲关系中的地位 。

20世纪 70年代末 ,婆家的婚姻资助强度开始加大 ,而娘家似乎错

过了这一机会。男方对于“娘家没陪送什么”的回答总是伴随着不满情

绪。实际上 ,多半是由于娘家的陪送停留在以前的水平上 ,即两套被

褥。20世纪 80年代的“陪送”则显现出娘家的不同策略 ,即用“陪送”

充分表达娘家对婚事的看法以及对婆家的态度。在 1980年的一个婚

礼中 ,娘家不仅没有任何陪送 ,而且女方的妹妹还前往婆家取走女方的

全部随身衣物 ,婆家称其为“净身出户”(ZXY)。这一事件的背景是娘

家一直不同意这门婚事 ,而女儿的自作主张引发了代际间的冲突 。娘

家长辈一反常态 ,决定将女儿的所有衣物全部取走 ,不给婆家留下任何

东西 ,以示不满 。这一行为的意义在于 ,惩罚女儿的背叛 ,羞辱婆家 。

换言之 ,娘家通过婚姻支付来维护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 ,以及对姻亲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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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态度。“净身出户”在当地较为特殊 ,大多数娘家还是出于对女儿

在婆家地位的考虑 ,尽可能地与周围人的“陪送”水准大体持平 ,这与麦

奎利的观点有些相似 。庄英章也认为 ,嫁妆对婆媳关系有影响 ,婆婆会

疼爱嫁妆多的儿媳(庄英章 ,1994:217)。同时 ,女儿在结婚时会与父母

协商 ,并且用自己的工资帮助置办嫁妆 ,这些都有助于“陪送”的上涨 。

“陪送”的大件或者家具在结婚之前就已经送到新房 ,但是婚礼当天接

新娘时 ,还需要把大件的包装盒放到汽车的后面公开展示 。如果娘家

没有陪送或者陪送很少 ,女儿会受到婆家与同龄人的压力。在提起“陪

送”时 ,女方一般都会在回答之后作一番补充说明 ,例如“俺家倒没有

钱 ,陪送那点玩意儿也不值 ,反正那前儿其实也没算买什么”(LDX)。

而且女婿也会对娘家的行为有看法 ,这都会影响到日后的姻亲关系。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男女双方家庭婚姻支付的规模日趋接近(见

表2)。在表 2的几个案例中 ,娘家在女儿婚事上都有相当大的发言

权 ,例如结婚日期的最后选择①,婚礼的具体安排 ,等等 。婚后新建立

家庭与娘家的关系也更为接近 ,其中有两个案例甚至婚后就居住在娘

家。在以上案例中 ,娘家陪送的动机也不尽相同 ,例如案例 2中娘家有

两个女儿 ,小女儿念大学后又留在外地 。所以 ,在大女儿结婚时动用了

大部分的家庭积蓄。案例 3是因为婆家贫穷 ,没有能力 ,而娘家不愿意

看到女儿受委屈 。案例 4中的女方对娘家的“陪送”做出如下解释:

　　我妈说农村孩子挺朴实的 ,以后不能欺负你 。我妈最怕结婚

以后 ,丈夫欺负我 ,因为我老实。所以我妈宁可找农村孩子朴实

的 ,也不找家庭条件好的 ,横蹦乱 的。宁可找个穷点的 ,咱家条

件好 ,咱家帮着你 ,对你好就行。我妈惟一的出发点就是这个 。

(JH)

　　显而易见 ,娘家希望通过“陪送”来建立女儿在婚姻关系中的地位 。

在这段语言中还隐含着一种逻辑联系 ,即如果婆家条件好 ,男方就会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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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与从前婆家主宰结婚日期而娘家没有协商权相比 ,当前娘家不仅具有表达自己意愿的自

由 ,而且还可以自行选择结婚日期 ,甚至可以行使否决权反对婆家的选择。例如 , 1997

年Q 镇中学女教师 PYL订婚时 ,婆家订好结婚日期 , 并通知娘家。 PLY的父亲查看日历
后 ,发现结婚日期与自己的属相“相冲” ,按照习惯不能参加婚礼。结果婆家做出让步 ,让

娘家挑选结婚日期。这说明 ,姻亲家庭间的关系正经历着不同以往的变化。



仗家庭的财富欺负女儿 ,对娘家视而不见。案例 5中的女方没有工作 ,

而男方工作好 、相貌好 、干活利索。娘家的陪送除了显示家庭的财富以

外 ,还有为女儿建立良好婚姻关系的意图。布迪厄将这种婚姻支付行

为描述成“政治社会学的一个特例” :

　　夫妻在家庭力量关系中的位置 ,以及他们在家庭权力 ,亦即在

对家庭事务的合法垄断权的争夺中获胜的可能性 ,从来就与他们

所拥有的或带来的物资和象征资本(其性质因时代和社会而异)相

关。(布迪厄 ,2003:248-249)

　表 2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婆家与娘家资助的平衡趋势

案　例 结婚时间(年) 婆家资助 娘家资助

1 1990 2000元 、电视 冰箱(4000元)、录音机 、风扇 、戒指

2 1995 5000元 15000元 、项链 、戒指

3 1997 3000元 冰箱 、彩电

4 1997 20000元 20000元

5 2003 平房(40000元),30000元 楼房及装修(大约 100000元)

尽管娘家的动机有所不同 ,但是 Q镇“陪送”的作用始终围绕这三

个主题:一是娘家在社会网络中的身份;二是娘家在姻亲关系中的地

位;三是女儿在婆家的位置。也就是说 ,Q镇“陪送”的实践确认了弗里

德曼 、麦奎利 、克洛关于中国社会嫁妆的具体陈述 。

六 、结　论

　　科莫罗夫(Comaroff , 1980)指出 ,人类学中有关婚姻支付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婚姻支付与社会群体结构 、身份确立 、权利让

渡之间的关系;二是婚姻支付与姻亲协商之间的功能性关系 。换言之 ,

人类学家将婚姻支付视为婆家和娘家采用的一种策略 。传统社会中婚

姻不是个体之间的私事 ,而是两个亲属群体(亲族或家庭)之间的事情 ,

它们构成了一个社区的公共事件。而阎云翔在下岬村的分析中则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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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另外一种强调新建立夫妇单元积极性和能动性的分析视角 ,将近年

来婚姻支付的不断上涨归因为个体性和夫妻关系的上升 、父权制的衰

弱与家庭内部平衡的重新界定(阎云翔 ,2000:170-200)。下岬村的研

究中主要以婆家的婚姻支付为主 ,而有关娘家婚姻支付的分析略显单

薄 ,这可能与当地婚姻支付的来源与结构有着很大关系 。

Q镇婚姻支付的实践却表明 ,狭小的通婚半径让镇内更多的家庭

卷入到包括姻亲关系在内的非血缘关系中 ,居住地的邻近又强化了亲

属制度实践的稳定性 ,从而使姻亲关系对当地民众日常生活产生了持

续而重要的影响 。因此 ,个体性与夫妻关系的上升 ,尤其是女方位置的

上升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因素 ,它与娘家的支持以及娘家位置的上升密

切相关。与从前的婚姻偿付相比 ,近年来婚姻资助的上涨以及流动方

向的变化表明了姻亲关系的变化 ,反映了娘家地位的提升 。持续上升

的婚姻资助标志着娘家与婆家的位置逐渐趋于平等 ,从而强化了姻亲

关系在民间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

Q镇的个案说明 ,作为姻亲关系一方的娘家利用了婚姻支付的变

迁 ,用以争取与新建立家庭的联系 ,来达成与婆家地位平等的谋划 ,这

对于亲属制度稳定的当地居民来说意义尤为重大 。婚姻支付的不断上

涨不仅是因为个体性或夫妻关系的上升 ,实际上它还被视为一种传统

的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为姻亲家庭所沿用和拓展 ,并日益发展成为谋

求姻亲秩序的重要途径。换言之 ,传统的姻亲分析框架仍然适用 ,但是

婚姻支付的流向 、内容 、意义与功能却出现了巨大变化 ,并在不同的时

空条件下呈现其地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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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data collected in a coastal province from 2001 to 2003 ,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types of government revenues from land development and transfer , and
estimates the importance of land revenue in local governments' finance.It shows the

critical importance of incomes from land for the local governments.In some cases , 60 to

80 percent of extra-budgetary government revenue as well as more than one third of

budgetary revenue came from land development and transfers.One key reason for local

governments' intense interests in participating in land deals is a new tax-sharing
arrangement that reduces profits of local industries , and this Central government' s policy
“squeezes” to motivate local governments to find alternative revenue sources.The other
motivation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focus on land sales is the high profit margins created by

the large gap between their monopoly over land right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meager

compensation they pay to peasants.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 this study also

decomposes the revenue from land deals between peasant and cadre sh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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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is a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fieldwork in Q county of Lia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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